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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毒品犯罪归因研究最为常用的名词之一，

毒品贸易（Drug trafficking）涵盖了毒品从种植、生

产，到贩运、批发，再到最终零售的全生命流程［1］，

对应了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运输、贩卖、

制造毒品罪中除持有类、包庇类以及促吸类毒品犯

罪以外的各罪名。以此概念作为研究主题，研究旨

在从共性的视角揭示各类毒品贸易型犯罪的政治与

经济根源，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毒品应对政策，为预

防和解决我国乃至全球现有或未来潜在的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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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而深入的毒品贸易归因研究，对提升我国毒品犯罪预防政策的科学性以及为全球毒品问题治理贡献

中国智慧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一方面多仅将关注视野局限于国内，另一方面将主要

归因领域局限于历史、地理、社会转型等。对域外问题的关注尚有不足，且政治、经济方面的归因考察

有待拓展，导致研究结论深度和广度相对有限。通过观察域外毒品贸易治理可知，之所以会产生毒品贸

易，政治上可源于公权力机构腐败、政策战略失当、对特定领土监管不能以及非法政权有意推动；而经

济上则可得因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的失业问题，大量的毒品需求与完善的贸易风险规避路径而衍生的高

额利润诱惑，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刑事制裁困难。对此，应当有针对性地从严惩腐败、制定适当毒

品政策、强化区域管制、提供失业保障、切断熟人毒品贩销网络以及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面加以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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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借鉴。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多仅将关注的视

角置于国内，且将主要归因的视角置于历史、地理、

社会转型等方面。如在历史因素上，有学者指出

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对华采取的奖励吸食鸦片的

毒化政策，以及在河南省夏邑县实施的大规模罂

粟种植行为，为日后我国部分地区毒品生产的衍

生埋下了种子［1］；而在地理因素上，相关研究则

主要聚焦于云南地区，认为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

陲，多地区与金三角接壤，辅之以长达 4069 米的

漫长且无天然屏障边境线，及大量的高级口岸与

边境贸易通道，极大“助力”了当地毒品走私贸

易的开展［2］；而在社会转型要素上，研究者指出

伴随着 20 世纪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剧烈转型，过

往通过家庭、乡村宗族与单位构筑的个人行为控

制机制逐渐失灵，传统道德的约束能力遭遇削弱，

使许多人在面临失业或投资困境时更易走向毒品

贸易这一越轨道路［3］。

上述研究一方面对导致毒品贸易的政治与经济

因素关注有限，另一方面仅局限于中国视角。与世

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毒品贸易问题并

不严重，且能够在政治与经济运转上保持长期的稳

定性，因此，若仅以国内毒品贸易问题作为研究样

本将无法实现对毒品贸易问题的全面归因。相比之

下，域外的研究者早已以毒品泛滥国家的毒品贸易

治理状况为实证样本，提出了更具深度且全面的结

论。出于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毒品贸易问题、强化

预防策略以构筑起完善且全面的毒品犯罪治理体系

的需要，以及参与全球毒品问题治理、输出中国智

慧的必然，亟需立足于域外毒品贸易治理状况，于

毒品贸易的政治与经济归因问题，充分借鉴域外已

有研究成果，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与结论。

二、毒品贸易形成的政治因素

（一）公权力机构的腐败

腐败会使公权力机构放纵对毒品贸易的管制，

降低毒品贸易型犯罪因可能被警察力量查处惩戒

以及与公权力发生武装对抗而衍生的风险成本，

进而使其成为一项“相对安全”的高收入非法职业，

得到广泛蔓延与泛滥的机遇。在域外，腐败的国

家公权力往往与毒品犯罪组织达成“政治联合”

模式，这种联合关系的形成使犯罪者对其规避法

律制裁的能力充满自信，进而无所忌惮地向市场

提供大规模的毒品供应，以刺激毒品消费市场［4］。

例如在澳大利亚，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所

发生的大量规模性毒品交易案件背后，均存在国

家级政客、警察的暗中庇护与支持［5］；而在拉美

国家，通过腐败，公共部门试图与毒品贩售者建

立联系，巩固沟通渠道，达成秘密协议，形成所

谓的“灰色地带政策”（“Gray zone policy”），

对毒品犯罪做出有罪不罚的处理。在这种法律制

度与犯罪组织共存互动的模式下，公权力甚至依

靠毒品犯罪集团保障其政治控制和稳定［6］，例如

墨西哥国民革命党于 1929 年获取国家政权后，便

逐渐腐败，与毒品犯罪者之间建立了合作和庇护

关系，确保法院不调查贩毒集团的高层人员，为

走私毒品确定游戏规则［7］，以试图从这样一种病

态的合作关系中获取非法利益。

（二）政府政策战略的失当

政府对于毒品贸易的过度放纵政策无疑会导致毒

品贸易型犯罪衍生泛滥，但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端，即

政府对毒品贸易所颁布的过分严苛的打击政策，同样

也会刺激毒品贸易型犯罪的泛滥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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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者的范例，可见于英国新工党由于秉持

对毒品、酒精等成瘾物“非刺激需求”原则，进而

曾经在毒品领域推行为满足注册条件的使用者提供

海洛因的相关政策。这一政策试图在毒品的完全禁

止主义与完全商业化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

却导致海洛因成瘾变得愈发普遍，使与毒品有关的

犯罪激增到不可控制的规模［1］；此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政府对毒品打击政策力度的

下降也使得非法毒品犯罪组织得以在其境内建立起

大规模的进口销售网络、通过构筑大量的海洛因街

头市场以提高海洛因的易取得性、降低价格以及提

高毒品浓度［2］；而在哥伦比亚，早期的毒品放任政策，

导致毒品贸易已足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十分重要的

角色，使得由毒品犯罪得来的资金深深渗透到整个

国家体系中，不仅影响着就业、收入、投资、商业、

产权、金融流动、外贸收支平衡，甚至足以左右选

举与政策，乃至一座中等城市的兴衰［3］。此时，如

若政府选择将其连根拔除，则会对本国经济生活正

常运转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得已只能

对毒品贸易加以默许甚至支持［4］，而这又会导致国

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毒品贸易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

深，使本应属于合法经济的发展空间被全面侵占，

逐渐陷入完全无法摆脱毒品贸易的死局。

对于后者的范例，则可见于美国自 1970 年起针

对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所逐步开展的毒品战

争政策（WOD）。该政策对于毒品贸易的过度制裁

反而激化了相关地区的毒品犯罪现象，反向强化了

毒品犯罪组织对当地政治权力的腐蚀力度，并且降

低了当地行政力量的管理能力与经济能力，使当地

挣扎民主下的脆弱法治被进一步摧残。此外，亦催

生了毒品犯罪组织运作与武装能力的再进化，使毒

品贩运者在面对政府暴力制裁时致以更高程度的暴

力。因此也正如学者所总结的，美国针对拉美及加

勒比海国家开展毒品战争就好比是一个气球，当它

试图挤压一处地域以实现毒品贸易制裁时，就不可

避免地导致另一处地域的毒品贸易问题随之跃出［5］。

（三）行政力量对特定地区的渗透不能

当政权的管制性力量无法向特定地区加以渗透

时，非政府的毒品犯罪组织就会取代政府成为该特

定地区秩序的缔造与维护者，并基于这一秩序开展

毒品贸易活动。例如在危地马拉，由于本国政府行

政、司法管制与金融控制能力的薄弱，加之其边境

地区距离政治权力中心的遥远，使相关边境地区几

乎陷入到权力管制的真空状态。此时，这一权力真

空就被毒品犯罪组织所利用，它们进入到相关地区，

取代政府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施以权力，加以控制、

管理与利益分配。具体而言，毒品犯罪组织通过分

享其非法收益以为当地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创造就

业岗位，建设诸如医院、学校、体育场地、安保等

基础设施，以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从而维持其在

当地的权力和影响力，由此亦可避免引起中央政府

的重视，进而降低被公权力打击的可能性；同时吸

引当地居民参与贩毒，拓展其毒品贸易的人员规模，

并通过极端的暴力手段，充当本地治安警察，打击

与之竞争的其他犯罪团体甚至是其认为对当地治安

有不利影响的犯罪帮派。上述举措，最终使其能够

在该边境地区建立起如同合法政府的具有完整权力

架构和等级体系的毒贩政权（Narco-governance），

将其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嵌入到当地公民的日常生活

当中，从而为开展毒品贸易提供适宜的环境［6］；

［1］［英］麦克·马奎尔，等．牛津犯罪学指南［M］．刘仁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162．

［2］Degenhardt L，Reuter P，Collins L，et al．Evaluating explanations of the Australian “heroin shortage”［J］．Addiction，

2005（100）：459．

［3］Thoumi F E．Illegal Drugs，Anti-Drug Policy Failure，and the Need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Colombia［J］．Substance 

Use & Misuse，2012（47）：991．

［4］米歇尔·希莱，黄纪苏．引论：贩毒、有组织犯罪与毒品控制的公共政策［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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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uentes C M，Hernandez V．State Biopolitics，Illicit Regimes and Security in the Guatemala-Mexico Cross-border Region

［J］．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2021（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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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对于在冷战过程中经历剧烈社会转型的原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而言，冷战结束后因巨大权力真

空而导致的管制缺失以及国际政治秩序的混乱局

面，使其内部逐渐催生出大规模的毒品犯罪［1］；

在金三角地区，由于多为山地、崎岖复杂、交通闭

塞，政治权力的监管难以渗透，而在金新月地区，

则得益于相邻国家的内政混乱与复杂的民族矛盾，

均使得相关地区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与控制，为本

地区种植毒品原作物，发展毒品贸易经济提供了适

宜的条件［2］。

（四）非法或非主导型政权参与政权斗争的

现实需要

毒品贸易的泛滥还可能得因于一国的非法政权

或非主导型政权，出于与合法的主导型政权争夺国

家政治权力需要而有意推动。具体而言，在域外，

与毒品犯罪有染的很多国家，其国内政治发展不平

衡，少数民族集团、宗教集团和国家政治中的劣势

集团由于没有掌权，缺乏资金支持进行斗争，为了

提高与合法政府讨价还价、政治对抗的能力，会支

持甚至主动参与毒品交易，以求在短期内聚敛大量

资本。它们为毒品交易提供武装保护与政治力量庇

护，从而推动了毒品犯罪的泛滥。例如，在缅甸，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缅甸反政府武装为了与政

府对抗，以地方自治为由始终奉行“以毒养军，以

军护毒”的制贩毒政策，包庇、纵容甚至直接组织

辖区内的制贩毒活动，以维护独霸一方的状态为毒

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最终使毒品经济

与反政府武装之间形成了巧妙的共生关系，即反政

府武装的存在固化了毒品贸易的存在，而毒品贸易

的存在支撑着反政府武装的生存［3］。而在西亚地

区，塔利班、“基地”组织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走私贩毒集团甚至结成“毒品卡特尔”，发动“毒

品圣战”，以从毒品生产中获取巨额资金，为其实

施恐怖活动、实现政治诉求奠定坚实的财政基础，

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贩毒集团也因得到非政府武

装的支持和庇护而日益做大并形成网络［4］。

三、毒品贸易形成的经济因素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副作用

因工业化、市场化的延展，促成了毒品贸易领

域社会化分工的实现，从而形成了毒品产地、毒品

加工地、毒品运输地、毒品消费地、毒品收入洗钱

地的分化，出现了流水线式的国际网络型毒品贸易，

拓展了毒品贸易的专业化分工，降低了毒品生产、

运输与销售成本，确保了高质量毒品贸易的展开。

此外，根据联合国 1970—1975 年进行的第一次世

界犯罪调查可知，工业化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传统社

会结构的破坏、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以及社会内部

非正式监督的削弱也是导致毒品贸易泛滥的重要原

因，这一点加勒比海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5］。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大规

模失业现象也是导致毒品贸易催生与增加的重要

因素。例如，有研究者为考察美国 100 个最大城

市中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所产生的影响，分析了

1970 年到 1990 年的相关数据，最终得出结论：制

造业工作机会的减少造成了贫困和失业的增加，

随之也导致了抢劫罪、入室盗窃罪，毒品贸易犯

罪的增加［6］。这是因为高失业地区中的个人更易

将犯罪作为失去合法工作后的替代，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美国市中心贫民区中，“无

需技能的”的合法工作大幅度减少，而非法工作

之需求，特别是与非法毒品交易相关的工作机会

却迅速增长，且非法工作比合法工作报酬更高、

提供的工作条件更好，导致失业者难以抵御犯罪

的诱惑。

（二）收益—成本之功利性衡量的影响

根据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理论，自然把人类

［1］Cho Sung-Kwon．Analysis of and Prospects for 

Disorde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 Post-Cold War Era with an 

Emphasis on Terrorism and Drug-Trafficking［J］．National 

Strategy，2003（9）：113．

［2］刘建宏．全球化视角下的毒品问题［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4：175．

［3］胡国霞，杨晓稳．中南半岛毒品问题的政治经济

学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57-58．

［4］伊斯兰课题组．阿富汗为何沦为“毒品—恐怖国

家”？［J］．现代国际关系，2010（2）：58-59．

［5］王牧．新犯罪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6：144．

［ 6 ］ ［ 美 ］ 乔 治 · B · 沃 尔 德 ， 等 ． 理 论 犯 罪 学

［M］．方鹏，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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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两个主宰——苦与乐的统治之下，人对行为

的赞成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

减少其幸福。将该原理运用到对毒品贸易催生机

制解释上，就会得出人之所以会从事毒品贸易基

于毒品贸易所能获得之收益大于其所需付出之成

本的理性考量。这也就意味着毒品贸易在本质上

是一种由高额利润驱动的商业活动，而这一高额

利润由市场需求，以及被逮捕或关押、销售者的

时间花费、在非法药物市场中可能因暴力造成的

损伤等风险成本所共同决定［1］。因此，文章本部

分将具体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毒品贸易高

额利润的具体形成机制；第二，高额利润对行为

人犯罪动机的触发机制。后者主要是用以回应“为

何在毒品贸易具有如此高额利润的情况下，仍仅

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参与其中”，换言之，“为何

越轨现象并不普遍、大多数公民仍然能够保持在

合法的轨道？”。在回应此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明

确易受高额利润驱使的少数公民群体的特点。

1．毒品犯罪高额利润的形成机制

（1）高需求与高风险造就的昂贵售价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商品价格乃由该商品

生产成本与由销售者所决定附加的一部分利润相加

而形成，而销售者在成本之上所附加的利润数额，

取决于供需关系，即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就会形成

由卖方主导价格走势的卖方市场，卖方会不断地提

高价格增加收益以至买方所能承受的底线，反之，

则会不断地降低价格以让渡利润直至无利可图乃至

亏本经营。与此同时，在包括毒品在内的非法货物

的价格形成中，行为人还会将销售毒品可能面临的

被逮捕、入狱以及与其他竞争者暴力对抗之风险视

为“税”，从而作为风险成本加诸价格之上［2］，

因此要解释毒品高额售价，要从高需求决定利润加

价，高风险决定风险成本两部分以观之。

在需求上，域外许多公民对毒品等非法商品

与服务的需求旺盛，为毒品贸易者造就了广泛的

市场［3］。这一需求一方面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使人民对毒品购买能力提升，消费欲望膨

胀，推动了毒品需求市场的扩张［4］，另一方面则

得因于毒品文化与酸屋音乐文化、消费享乐主义、

午夜逃避主义、反主流与反政府主义等资本主义

亚文化融合，助长了毒品需求的膨胀［5］；与此同

时，毒品本身具有的高度成瘾性，戒毒异常困难，

消费者具有终身需求性且该需求通常只增不减，

这确保了毒品的需求规模极难被控制［6］；此外，

新型毒品吸食方式的出现，如鼻吸、闻嗅、口服，

克服了传统注射方式带来的吸毒者障碍，进一步

确保了毒品需求的增长；而相较于日益膨胀的毒

品需求，毒品供给却随着近年各国政府打击力度

的加强而愈显困难，同时由于毒品贩售者的入圈

困境，使毒品供应难以匹配需求的高强度增长，

这一现象也在相关研究者的调查报告中得以证

实，在其对毒品贩卖者的访谈中，当提到如何应

对毒品供应供大于求问题时，贩毒者给出的回应

是“They could never have‘too much’”［7］，这进

一步使得毒品市场能够长期且稳定地保持卖方市

场姿态，因此卖方享有对利润加价的广泛决定权，

促成了毒品高昂价格的形成。

在风险成本上，有研究指出，毒品的价格与

一国警察力量（每 1000 名居民对应的警察数量）、

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呈现正相关关系，

［1］Le R，Gilding M．Gambling and drugs：The role of gambling among Vietnamese women incarcerated for drug crimes in 

Australia［J］．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6（49）：135．

［2］Boivin R．Risks，prices，and positions：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illegal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world-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2014（25）：236．

［3］［美］埃德温·萨瑟兰，等．犯罪学原理［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16．

［4］［英］麦克·马奎尔，等．牛津犯罪学指南［M］．刘仁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274．

［5］［英］麦克·马奎尔，等．牛津犯罪学指南［M］．刘仁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629．

［6］刘建宏．全球化视角下的毒品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0．

［7］Tzvetkova M，Pardal M，Disley E，et al．Strategies for a risky business：How drug dealers manage customers，suppliers 

and competitors in Italy，Slovenia and German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2016（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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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一国腐败状况之间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1］，

因此当面对强悍且充足的打击毒品犯罪的武装力

量、清廉且具有打击毒品犯罪强烈意愿的政府官

员以及距离毒品生产国较长地理距离从而伴生高

查处风险时，都会使毒品犯罪因公权力而处处受

限，催生了犯罪人的高度行为焦虑这一精神内耗

成本以及为躲避甚至对抗公权力查处而支付的物

质性成本，而在毒品贸易的运转过程中，上述状

况无疑是常态，决定了毒品贸易的高风险成本。

除此以外，毒品的高被盗窃风险、销售者彼此之

间的领地冲突、购买者的拒绝付款或向警察举报

等［2］，也显然属于毒品贸易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进一步地证明了其所具有的高风险，阐释了其销

售价格何以高昂的原因。

（2）完善的风险成本规避路径

高需求与高风险塑造了毒品的昂贵价格，而当

前在长期毒品贸易过程中衍化出的有效且完善的风

险规避路径则为行为人极大降低了风险化转为实害

的可能，从而进一步放大了行为人理性衡量中毒品

犯罪的“收益”。

首先是基于形成犯罪群体而实现的风险规避。

在域外，存在大量共同参与犯罪、劳动分工精确、

在时空上长期存续、组织结构完善、行动密谋复杂

以及试图控制整个活动领域以便获得巨额利润的规

模化毒品犯罪组织［3］。以组织为名实施毒品贸易

可以有效降低与其他犯罪者发生暴力冲突、被公权

力查处以及毒品被他人盗窃的概率，从而削减毒品

贸易的物质成本。具体而言，其一，犯罪群体意味

着免除制裁，可以混淆和扩散行为的责任，保护其

成员当时不会被迅速辨认出来，以降低以后遭受报

复的危险性，在一些情况下，群体也可以通过报复

进行威胁而使个人免受制裁，因此群体起到一种假

面具和保护物的作用，可以掩盖在其他情况下不会

进行的活动［4］；其二，犯罪群体使行为人具备了

强大的贿赂能力，既可以在较低的层次上贿赂警察、

检察官和法官，也可以在较高的层次上支持特定的

立法机构候选人，甚至于自行参选，进而控制行政

与司法力量，使之难以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同时现

代化的犯罪组织采用网络化结构，摆脱了传统的等

级结构，这一流动式的网络结构使警察力量难以逮

捕与网络有关的特定个人，进一步降低了被公权力

查处的风险。在美国，具备上述机能的犯罪组织发

展成熟于全国禁酒时期，当禁酒时代结束时，有组

织犯罪人不得不将视野转向其他利润丰厚的业务，

因此毒品走私就成为相关犯罪组织的主营业务，并

得益于既有的一套成熟且高效的运作机制、避险机

制而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美毒品贸易的泛滥［5］。

综上所述，正如学者所言，毒品贸易的需要催生发

展了毒品犯罪组织，同样地，毒品犯罪组织的建设

和发展规模也会进一步影响毒品贸易的规模［6］，

毒品犯罪群体所构筑的固定的毒品贩售网络是贩毒

冒险的培养液［7］。

其次是基于熟人之间的互助、包庇、包容而形

成的风险规避。这是因为域外毒品贸易多于“熟人

圈子”展开，尤其是街头毒品贸易，它并非面向所

有人开放销售，而是一个基于熟人、朋友圈子这一

［1］Boivin R．Risks，prices，and positions：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illegal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world-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2014（25）：238-241．

［2］Tzvetkova M，Pardal M，Disley E，et al．Strategies for a risky business：How drug dealers manage customers，suppliers 

and competitors in Italy，Slovenia and German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2016（31）：97．

［3］［美］迈克尔·戈特佛里德森，特拉维斯·赫希．犯罪的一般理论［M］．吴宗宪，苏明月，译．北京：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01．

［4］［美］迈克尔·戈特佛里德森，特拉维斯·赫希．犯罪的一般理论［M］．吴宗宪，苏明月，译．北京：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00．

［5］［美］埃德温·萨瑟兰，等．犯罪学原理［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05-307．

［6］［英］麦克·马奎尔，等．牛津犯罪学指南［M］．刘仁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609．

［7］米歇尔·希莱，黄纪苏．引论：贩毒、有组织犯罪与毒品控制的公共政策［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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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网络而得以持续性开展的犯罪行为［1］，这就

使得，一方面，在不同的毒品销售者之间，熟人关

系的存在会使其更多地呈现出合作而非竞争对抗的

姿态，以协助运输、解决供应短缺、避免警察执法

以及交换毒品和警察政策的相关信息［2］，从而及

时应对可能到来的查处行动，使街头毒品贸易得以

具备灵活性与强大风险预警能力，能够“如变色龙

一般”，迅速地感知存在的威胁并做出反应，根据

城市环境迅速的出现、移动或消失［1］；另一方面，

在毒品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由于彼此具有共同的

文化价值观或紧密家庭联系，后者即便被警察抓获

也会倾向于包庇贩卖者，拒绝提供与贩卖者有关的

信息，同时由于杜绝陌生购买者的介入，交易对象

相对固定，可以有效避免便衣警察的渗透，以上均

降低了行为人可能被逮捕的风险成本。除此以外，

毒品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前者即便暂

时陷入供应能力不足的困境，后者也能够在多数情

况下秉持包容态度，愿意等待其恢复供应能力而非

就此离去。加之毒品贸易市场的灵活与竞争属性，

使得某一毒品贩卖者即便被抓捕，其空缺也会被迅

速取代，进而确保市场供应，以上均保障了毒品销

售价格的稳定性，减少了毒品贸易的价格波动成本。

最后是基于新型运毒与贩毒方式而促成的风

险规避。在运毒方式上，伴随着毒品贸易行业的

发展，身体运毒（Body packing）已经成为国际毒

品交易的常见手段，鉴于此类方式的高度隐蔽性，

降低了毒品走私的查处风险，因而吸引了公民参

与到毒品贩运的队伍当中［3］。而在销售方式上，

相关研究指出，在瑞典，十分常见的是由毒品经

销商向更低级别毒品分销商或毒品购买者赊销毒

品（Fronting drugs）的方式。这一销售方式一方面

可以在毒品储备量较大时实现向市场的迅速投入

与转移，因为它无需等到分销者或购买者筹集到

足够的资金，即可将毒品脱手，这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长期持有毒品的风险；另一方面赊销的方

式可以获得比直接销售方式更高的收入［4］，避免

了因市场上缺乏足够的资金导致持有者不得不持

续降价销售的利润波动风险。因此，赊销模式已

成为毒品贸易在行政与司法不断施压的外部环境

下仍然得以幸存的关键所在［5］。

2．高额利润对行为人犯罪动机的触发机制

（1）唤醒贪婪动机的“魅魔”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言：“一旦有适当的

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 50％的利润，它

就会铤而走险；有 100％的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

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任意横行甚至无

视绞首的危险。”这一对于资本家贪婪本性的深刻

剖析同样适用于毒品犯罪者。具体而言，高额利润

极大地影响了行为人在行为前所开展的功利衡量中

“利”之大小。同时，对于所谓的“损”，其中的

被公权力查处惩罚、与其他犯罪者发生对抗等风险

成本，相较于生产、运输以及行贿等固有成本而言，

只是一种“风险”而不是必然支出。换言之，它只

是一种概率性的偶然事件，如果该事件并未发生，

那么相应的风险成本就会全部转化为利润，使毒品

贩卖者“赢者通吃”，但倘若实际发生，则会导致

“满盘皆输”的悲惨结局，对于一般理性人而言，

因忌惮后者，故会选择抑制自己在面对暴利时的躁

［1］Mclean R，Holligan C．Market Testing and Market Policing：Illuminating the Fluid micro-Sociology of the Illegal Drug 

Supply Enterprise in Liquid Modernity A qualitative enquiry into West of Scotland drug dealers’ constructions of urban turf［J］．Deviant 

Behavior，2019（40）：3．

［2］Tzvetkova M，Pardal M，Disley E，et al．Strategies for a risky business：How drug dealers manage customers，suppliers 

and competitors in Italy，Slovenia and German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2016（31）：95．

［3］Cappelletti S，Iaria A，Lombardo F，et al．Drug importation into Italy by body packing：An analysis of the UNODC 

Individual Drug Seizures Database［J］．The Medico-Legal Journal，2018（86）：1．

［4］根据相关访谈结果，一名大麻销售者透露在瑞典如果采用直接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100克大麻约可以卖出

7000瑞典克朗，但如果采用赊销的方式则可以卖出8000瑞典克朗。

［5］Moeller K，Sandberg S．Credit and Trust：Management of Network Ties in Illicit Drug Distribution［J］．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2015（5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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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心，然而，对于目光短浅抱有深刻侥幸心理的

投机者而言，往往会选择忽视后者，不顾风险成本，

因此在其理性衡量中认为从事毒品犯罪的“损”是

极低的，最终导致其义无反顾地加入毒品犯罪群体

当中。

（2）摆脱生存困境的“良药”

在域外，移民群体往往因缺乏满足生存需要、

达致社会认可与成功的合法手段，从而陷入生存

困境当中，此时其会倾向于通过从事毒品贸易以

谋取生计、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目标。具

体而言，大量移民因战争、破坏与贫困等生存困

境被迫背井离乡，却在移入到新的环境后受到移

入国的排挤与敌视。一方面，移入国会将移入行

为本身规定为犯罪，如非法移民、伪造避难申请、

逾期逗留等，使移民者因背负犯罪者的身份而难

以寻觅合法途径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

移入国的国民都以一种敌视、怀疑的眼光看待移

民，把他们当做移入国的负担，毒品与疾病的输

入者以及削弱、冲淡传统文化的异类［1］。这种压

迫与排斥的社会关系引发了移民者的道德恐慌，

推使部分移民者走向毒品贸易的道路。这其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的越南女性移民。详言

之，偷渡到澳大利亚的越南妇女因高失业率、语

言不通、种族歧视、代际冲突、文化适应不能、

家庭生活冲突等原因而陷入焦虑与紧张情绪中，

此时她们多会通过赌场赌博的方式以缓解这些焦

虑，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赌场中有大量越南人，

在这里她们可以同自己的同胞进行社交，以暂时

性地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孤独。然而，不断

的赌博会逐渐使其陷入高额债务中，为了还清债

务，最终陷入毒品犯罪中，赌场社交关系网络与

毒品交易网络的高度重合性，也确保了赌博失败

者能够自然而然地转向毒品交易［2］；除此以外，

也不能忽视“吸毒者”这一群体。在毒品吸食者中，

“以贩养吸”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因为他们

多无法或者难以通过其他合法方式以支付吸毒习

惯带来的高额开销，极易受到毒品贸易高额利润

的诱惑，从而选择通过向新吸毒者贩毒的方式以

维持毒品消费。在毒品购买过程中积累的街头知

识与实践经验，使其能够较易获得毒品的供货渠

道，降低了其从事毒品贸易的风险成本，亦成为

助推其走向毒品交易道路的重要因素。也正如学

者所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毒品吸食的文化氛

围中，那么想必从事毒品销售就会成为其日后必

将走向的道路［3］。

（3）拯救违法生涯的“稻草”

对于长期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作为谋生手段的

公民，倘若其习惯于从事的违法犯罪难以为继，则

也会倾向于走向毒品贸易的道路，以作为对过往违

法生涯的替代。具体来说，对于以违法犯罪为常业

的公民而言，由于相较于合法活动，不法活动缺乏

稳定性，因为它既不存在稳定的奖赏预期，也缺乏

那些为保障合法生涯而创设的安全制度性支持，故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人违法生涯的前景与收益会

逐渐下降，直至无法继续进行。例如妓女随着年老

色衰，会逐渐从酒吧拉客沦落到街头拉客，甚至在

无奈之下退出这一色情行业。此时行为人就会寻求

新的途径以维系生存，其中便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参

与到利润更加丰厚的活动中，如毒品交易，以继续

维持生存之必需［4］。

（三）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对毒品贸易的促进实则也是通过降

低传统毒品贩售模式的固有成本与风险成本来实

现。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运输

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毒品运输的成本大幅降

低，导致毒品零售价格下跌，促进了毒品的销售，

压倒了毒品遏制政策本应有的通过增加毒品风险成

本、提高毒品销售价格，进而限制需求，控制市场

［ 1 ］ ［ 英 ］ 麦 克 · 马 奎 尔 ， 等 ． 牛 津 犯 罪 学 指 南

［M］．刘仁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126．

［2］Le R，Gilding M．Gambling and drugs：The role of 

gambling among Vietnamese women incarcerated for drug crimes 

in Australia［J］．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6（49）：136-147．

［3］Mclean R，Holligan C．Market Testing and Market 

Policing：Illuminating the Fluid micro-Sociology of the Illegal 

Drug Supply Enterprise in Liquid Modernity A qualitative enquiry 

into West of Scotland drug dealers’ constructions of urban turf

［J］．Deviant Behavior，2019（40）：5．

［ 4 ］ ［ 美 ］ 埃 德 温 · 萨 瑟 兰 ， 等 ． 犯 罪 学 原 理

［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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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1］。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毒品犯罪中

心呈现出向全球各地区分散的趋势，受领土局限的

刑事司法机构很难对这些犯罪中心进行全面遏制与

打击，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金融技术的发展形

成了四通八达的毒资漂白渠道，使从事毒品贸易者

可以利用海外金融将得来的毒资融入正规的金融系

统，进入合法经济的投机性部门和私人部门［2］，

这降低了毒品犯罪被发现、侦破的风险。

四、基于域外毒品贸易政治与经济
成因的防范借鉴

以域外毒品贸易的治理状况为视角，可知导致

毒品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政治上，可能得因于公权

力机构的腐败，以致与毒品犯罪组织达成“政治联

合”；在毒品治理策略上的“过犹”或“不及”，

导致恶性激化或纵容毒品贸易；对于边缘地区行政

或司法力量的渗透不足，使得毒品犯罪组织取代政

府成为实际管理者；以及非法或非主导型政权的有

意推动和助力。在经济上，一方面或源于工业化与

城市化产生的失业问题以及传统越轨行为控制机制

失灵，另一方面也可能源于毒品的高昂价格以及完

善的风险成本控制机制，这促使毒品贸易成为具有

高额利润的“暴利”行业，从而诱使风险投机者、

移民等面临生存困境者以及以违法犯罪为谋生手段

者参与其中。当然，也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浪潮通

过扩张毒品市场，削减毒品贸易刑事风险对毒品贸

易产生的推动作用。

出于对上述成因的分析与借鉴，从加强我国毒

品犯罪预防能力，以及为全球毒品问题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的需要出发，提出以下防范治理方案。

（一）政治上：以惩治涉毒贪腐、厘清政策

导向与强化边境地区行政管控为重点

具体而言，首先，在当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保持严惩腐败犯罪高压

态势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大对涉黑、涉毒腐败犯

罪的打击力度，尤其是对与以毒品贩售为重要利润

来源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达成“合作”，

接受其贿赂并成为其“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

应予以严厉制裁，全面追查所涉罪名，“拔出萝卜

带出泥”式地追诉涉毒行贿者和其背后的毒品犯罪

网络；其次，应当坚持当下严厉打击、从严惩处毒

品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拒绝向毒品犯罪分子进行

任何程度的妥协，及时纠正与毒品正当化有关的错

误言论，剔除毒品犯罪对相关经济产业，尤其是娱

乐行业的渗透。但落实上述毒品犯罪政策的基础是

确保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坚定且强大的防腐蚀能力，

以及行政力量对各地扎实且稳固的管理控制能力，

由此进一步凸显了上文所言之严惩涉毒贪腐以及下

文将叙之强化边远地区行政管控的重要性；最后，

加强对新疆、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监管与治理，

尤其是应当警惕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

宗教极端主义不法团体对相关地区的渗透甚至控

制，强化对当地民众的传统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养，使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并尊重汉文化，

从而澄清误解，消弭其对异质文化和信仰的排斥［3］，

并通过强化刑法相关罪名的适用，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与极端主义文化对边远地区群众的错误诱

导，扎实预防暴恐与极端主义团体通过发展毒品贸

易以筹措资金，从而与政府开展武装对抗的发生。

（二）经济上：以完善就业服务、切断熟人

毒品网络及强化国际司法合作为核心

详言之，第一，在后疫情时代的当下，应进

一步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完善就业服务。通

过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大众创业以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以及良好的资源分配机制，尤其注

重对有违法犯罪前科者以及外来移民的就业保障

与管理控制，通过教育以使其形成对我国传统价

值观念的普遍内化与广泛认同；第二，在毒品犯

罪的治理中，应当以打击规模化的毒品犯罪组织

作为重点，充分利用《反有组织犯罪法》与《刑法》

的规范资源，破除毒品犯罪组织对地方的“称霸”

与“作恶”，拓展相关线索的民意反映途径。与

此同时，亦应当重点关注对熟人毒品贩销网络的

［1］Storti C C，De Grauwe P．The cocaine and heroin 

market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and drug reduction polici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2009（20）：

489-495．

［2］伊斯兰课题组．阿富汗为何沦为“毒品—恐怖国

家”？［J］．现代国际关系，2010（2）：61．

［3］赵军．法治语境下极端主义犯罪治理定量研究

［J］．中国法学，2016（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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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尝试尽可能多地针对毒品犯罪采纳“入圈式”

技术侦查手段，在充分认识并了解得以聚合毒品

违法犯罪分子的文化与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做到

“知己知彼”，强化“入圈侦查”的成功率与深

入度。此外，还应当重视对新型毒品运输与销售

方式的查处，认识到身体运毒、赊购式销售的特点，

发掘侦破角度，以增加毒品贸易的风险成本，削

弱潜在毒品违法犯罪分子的越轨倾向；第三，要

强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

域性国际组织提供的便利，实现与周边国家乃至

全球刑事司法合作的展开与深化，以追踪、监视、

打击跨国贩毒组织。增强反洗钱意识，强化洗钱

犯罪侦查时对上游犯罪的线索挖掘，并通过国际

合作加强金融领域的资金流动监管。

（责任编辑：何  为）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of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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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listic and deep study of drug trafficking has important meanings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our policies for preventing drug crime and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resolution of drug 

problems worldwide. However, relative studies of us mostly focus on the domestic drug trafficking problems, 

at the meantime, they limit their main areas of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e relative studies of us lack the depth and breadth compared with the foreign researches. By 

observing the foreign governance for drug trafficking, we can know that the political reasons why the drug 

trafficking is born are probably the corruption of authorities, the improper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the inability of managing for specific territories and the intentional promotion by illegal regimes. And in the 

economic area, the causes may be the massive unemployment resulted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allure of high profits created by a large demand of drugs and the well-developed methods to avoid the risks 

of trafficking,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punishment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m,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drug trafficking by punishing corruption severely, making proper policies for drugs, 

strengthening the regional control, providing the insurance of unemployment, cutting the acquaintance network 

of drug distribution and selling,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rrobo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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